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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数字中国建设 以共享推动共富

贾玉娇

自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来，中国始终高度关注数字技术在政治、

经济与社会方面的正向促进作用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共同富裕

的深入推进，如何发挥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技术在推进社会共建共治共

享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等方面的作用，成为一项党和政府重视

的议题。

释放数字经济共享效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

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数字社会时代，数字社会主义有了具

体的实践样态。这是因为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根本上决定了数字资

本具有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属性，衍生出与资本主义下的数字资本不

同的社会共享实践形态，具有消解资本主义视域下的数字社会主义局

限性的天然的制度优势。党中央把握住了数字资本与价值的固有属性

——共享，并通过一系列的设施、设备与制度环境建设，不断释放数

字资本的共享势能，擘画出一幅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共连、推进共享、

迈向共富的数字社会主义实践图景。

在这一图景中，具有共享性的数字技术给共同富裕带来了新机遇。

这是因为数字技术结合互联网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实现共同

富裕的结构性矛盾。具体说来，其一，互联网数字技术可以消解经济

社会资源供给与社会需求的时空错位问题。与传统农业社会、工业社

会不同，互联网数字技术让经济社会要素的“跨空间”能力得以实现，

共享性驱动下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均等化，让数字社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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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成果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共享。其二，互联网数字技术可以消解经

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的张力问题。新业态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涌现，

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；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方式成为解决经济

社会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的基本手段，推动实现全体人民通过数

字化手段共享发展成果和红利；企业和个人既是共享的受益者又是共

享资源的提供者，二者在共享中实现社会效益、经济利益的双丰收。

为进一步推进提升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创造与共享社会财富的能力，习

近平总书记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，前瞻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

的概念，指出先进生产力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。其三，互联网数字技

术可以消解多元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壁垒。以互联网数字技术构建政

府、企业、个人之间的多元合作机制，促进公共资源的共享共建；通

过多方合作平台，使不同主体协同合作，形成普惠的数字社会发展环

境，推动社会从劳动力资源向智力资源的转变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

展。

充分重视共同富裕进程中的企业共享机制

“共享”是人类社会通往“共产”的阶梯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实

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理与实践路径。就宏观层面的共享主体而言，社

会的三大基本构成——国家、企业和社会成为共享的三大主体。一直

以来，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国家在推进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

生态资源方面共享的主导作用。然而，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共享制

度的探索上看，市场制度与企业同样具有推动经济社会资源共享的责

任。在西方发达国家，由于受资本主义根本性质的限制，市场制度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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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的社会共享能力具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此外，社会也是一个重要的

共享主体。因此，如何在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充分释放国家、企业与社

会的共享力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。

其中，企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创造经济财富的基本组织，往往成

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制度载体。随着经济体系的发展成熟，企业逐渐

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组织载体之一，成为推动社会发展

的制度载体之一。从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发展历程及其中的企业与国

家、社会之间的关系上看，企业功能经历从经济生产功能到社会生产

力保护与社会福利增进的累积演进。企业社会共享力的持续发展与企

业共享水平的提高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制。

在“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”的社会发展阶段中，市场

制度作为组织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基本制度安排，产权私有成为基本的

社会事实。如何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限定下不断实现共同富裕，除了

离不开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富共享机制，还离不开以“产权私有”为前

提的企业与社会共享机制。在“产权私有”前提下，整体提高社会共

享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的本质是私有财富的公有（通过税收交给国家

这一最大公共利益代言人）和共有（通过共享机制转移给社会这一共

同体）转化。由此推知，共享即为合法的私有财富的“公有”与“共

有”。

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探索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生成了诸多

值得学习与借鉴的企业与社会共享的制度经验，但是还需要辨析其制

度有限性与局限性。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，中国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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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涵之一为不断推动形成社会共享力持续提高的

日益成熟的市场主体——企业。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及企业制度历经

几百年不同，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企业发展时间尚短，因此其所具有的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规定下的“社会共享力”尚未充分释放出

来。相比较于中国近现代工业发展比西方起步晚、积累时间短，中国

数字经济发展与西方大体处于同一起跑线上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猛，

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企业与平台纷纷建立。在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制度下，这些数字平台企业在推动实现社会共享方面作出积极探

索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资本的社会共享机制。

互联网企业共享的底层逻辑和探索实践

“共连”是实现“共享”的物质基础，“共享”是推动“共连”

的价值理念，亦即在“共连”中实现“共享”，以“共享”促进“共

连”。互联网企业具有实践“共连”与“共享”的天然禀赋及其发展

的内在诉求。“连接”是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天然优势，可以在“连接”

中实现社会价值整合，为社会价值共创奠定基础。互联网企业是一个

服务于用户乃至社会大众的连接器，连接着数以亿计人民的生活与工

作。在此过程中，国家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与互联网企业紧密相连。

在共连中，共享资源、共享社会进步成果。“共创”是共同创造模式，

即多人共同创造内容。共连共享的人数规模越大，共创的价值就越大。

具体说来，共创以共识为前提、以共享为支撑。例如，某些互联网头

部企业在碳中和的实践中，从塑造社会共识的达成机制出发，与社会

各方形成共识；同时，为用户、机构、社会与国家等各参与方提供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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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工具、赋予数字能力，形成共享局面。

因此，在数字化的时代，互联网和相关的数字企业完全能够探索

一条企业通过共享推动共富的路径。具体包括，其一，从其创造的经

济财富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支持社会发展，从而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

值之间的有机转化；其二，以“数字共连”的方式实现公共资源向社

会的普惠，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社会可及性，打通公共资源向社会供

给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这种以互联为基础的“共享”实践在一定

程度上打破由于个体能力、需求层次及其掌握社会资源的差异而使其

获得公共资源的有限性，从而有力推动了社会共富。

（本文转自《金融时报》2025 年 3 月 24 日，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常务

理事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。）


